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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与引力模型的珠三角生态安全与修
复格局研究

吴健生１，２，罗可雨１，马洪坤１，王振宇１，∗

１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城市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深圳　 ５１８０５５

２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型城市群及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显。 为了促进区域生态保护、生态修复以及

精细化生态管理，空间尺度上的区域生态安全和修复格局的识别必不可少。 选取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 首先，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生态模型计算区域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并根据 ＳＯＦＭ 神经网络模型识别以林地为主的 ３６ 个生态源地，约占区域总面积的

２９．５６％。 其次，基于最小阻力路径模型识别 １４１ 条关键生态廊道（１９００ ｋｍ），１０ 个承接生态流流动的生态节点以及 ２７７６ ｋｍ２处

于生态过渡地段的高优先级生态修复区。 最后，依据引力模型判定的生态廊道重要性，将重要生态源地及其辐射区域整合形成

东北部、西北部、东南部、西部和南部 ５ 个生态区。 由此，提出以生态源地为核心、以生态廊道为主轴、以生态节点为承接点、以
生态障碍点为修复区的珠三角区域生态安全和修复格局，并对各类别生态要素提出相应生态修复与管理措施，有利于解决大型

城市群跨区域的共性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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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安全与保护修复格局的构建成为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的重要战

略内容［１］。 因地制宜识别生态安全关键区域并加强生态保护、识别生态系统保护关键区域并推进修复和综

合治理，将为国土空间的针对性生态保护修复与自然资源管理提供重要理论与技术方法［２］。 目前，以“山水

林田湖草为生命共同体”为理念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已经在全国布局了 ２５ 个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涉及到草

原、沙漠、高原、山区森林、流域湿地和喀斯特地区等多种地貌类型，包括生物多样性、热带雨林、水土保持、水
源补给和沙漠化防治等多种国家生态功能区［１］。 然而，当前研究在尺度上重局部而轻宏观，较少以生态系统

整体性和连通性的视角对宏观尺度的生态保护修复进行研究。 另外，研究对象上侧重于重要自然生态功能区

和已破坏生态系统，而以城市圈及周围自然区域为整体的自然—人类社会复合系统的生态安全和保护修复格

局研究、及相应精细化生态管理则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 但是，伴随着我国的快速城镇化过程，大型城市群日

益涌现，区域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城市及周边区域尺度的生态安全与修复研究越来越紧迫。
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格局的内涵，从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３⁃４］ 扩展延伸到了人

类社会系统的生态需求的稳定供给［５］。 该关键性空间格局不仅能保持区域健康协调发展［６］，也能为城市及

其居民享受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基本保障［７］。 当前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中，基于景观理论的“源地—节点—廊

道”研究范式遵循综合性、整体性、区域性和最优原则［８］，对于指导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但是，现有的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多侧重于生态组分的识别与空间组合，而对于其关联关系及相对重要性的

研究涉及较少。 另外，在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修复问题应当纳入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之中。 而对生态廊道重要性的划分，有利于合理取舍城镇化用地和重点修复区域，并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的整体性。
引力模型对于地理要素在空间中的集聚特征［９］和关联关系［１０］ 的探究能够很好地表征事物联系的规律；

也可以量化个体层次上的群体特征，如人口和栖息地生物的流动［１１］。 引力模型无论是在个体层次上、还是在

宏观视角上，都能够模拟和表征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特征以及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本文借

用该模型模拟生态流在不同生态源地之间的流动所产生的关联关系，定量表征承载这种关联关系的廊道的重

要性。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的颁布与实施，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和区域合作的加强，环境问题向周

边地区转移扩散，业已超出了城市所管辖的行政边界，区域尺度下的生态问题日益突出［１２］。 构建区域生态安

全格局、识别重要生态修复区，不仅对于缓解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约束、有效应对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有重要意义，也对落实区域绿色、协调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基础和空间支撑。 因此，为了构建有利

于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调共赢的生态安全和修复格局，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区域作为研究区开展如下研究：
（１）根据该区域生态基底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综合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分析，使用 ＳＯＦＭ 网络模型识

别出对区域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源地；（２）综合景观连通性分析、土地覆被类型和人类活动强度构建生态阻

力面，通过最小阻力路径模型识别生态流流动廊道；（３）以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和阻力系数表征质量和引力，用
引力模型模拟不同生态源地之间联系，从而划分不同生态分区和生态廊道的重要性；（４）识别珠三角区域的

生态障碍点并划分为三级生态修复区。 本文探索我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途径，为跨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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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限制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生态保护修复的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学建议。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珠江三角洲地区（２１．７１°—２４．３９°Ｎ，１１１．３６°—１１５．４２°Ｅ）区域位于广东省南部（图 １），包括九个地级市，
分别是广州市、深圳市、肇庆市、中山市、佛山市、珠海市、东莞市、惠州市、江门市，总面积约 ５．６ 万 ｋｍ２。 珠三

角地区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

区。 该区域系珠江两大支流经过河流冲刷沉积形成的河流三角洲区域，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夏季多雨湿热，冬季温和湿润，全年均温 ２２—２３℃。 从地域系统的角度来看，在地质地貌、气候和生物

群落特征上都呈现出整体性。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包括：（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栅格数据（中科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空间分辨

率为 １ ｋｍ。 该数据集将土地覆被类型分为六个一级类型，分别为耕地、林地、草地、水体、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 （２）ＤＥＭ 数据（地理空间数据云）为 ＳＴＲＭ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 （３）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

气象数据（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包括风速、气温、降水数据等（４）２０１５ 年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 夜间灯

光数据（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ｏａａ．ｇｏｖ ／ ），空间分辨率 ５００ ｍ。 （５）２０１５ 年 ＭＯＤＩＳ ＭＣＤ１５Ａ２ 植被叶面积指数数据（地
理空间数据云），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６）珠三角地区道路交通等基础矢量数据（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图 １　 珠三角地区位置及土地利用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源地识别

２．１．１　 生态系统服务模拟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惠益［１３］。 生态系统服务既能表征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又能指

向人类社会的生态需求，故能够反映复合系统在空间上的优先保护次序。 本研究生态源地的识别依据多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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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服务及其服务总量的综合分析。 依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Ａ） ［１４］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方案，选择基本涵盖了与水文、土壤、气候、生物地理要素相关的人类需求的 ６ 种

关键服务（表 １），以揭示研究区域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格局。

表 １　 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与计算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Ｋｅ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服务类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ｙｐｅ

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基本原理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供给服务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产水量

计算依托于所处的某一流域的特定像元的产水量来估算区域内所有像元的产水量而得
到区域整体的产水量空间分布情况。 对于特定像元的产水量的影响因子主要有气候因
子、地形因子、土壤状况、下渗率等。 降雨和气温等气候因子以及土壤质地值的设定参考

相关研究［１５⁃１６］地形因子包括坡度、坡向以及地势，土壤饱和导水率使用 Ｎｅｕｒｏ Ｔｈｅｔａ 软

件［１７］中计算。

调节服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碳固定

Ｃｔｏｔａｌ ＝Ｃａｂｏｖｅ＋Ｃｂｅｌｏｗ＋Ｃｄｅａｄ＋Ｃｓｏｉｌ，式中，Ｃｔｏｔａｌ为整个研究区域的总含碳量；Ｃａｂｏｖｅ为地上碳库

固碳量；Ｃｂｅｌｏｗ为地下部分碳库固碳量；Ｃｓｏｉｌ为该区内土壤碳库的固碳总量。 以上各碳库的

单位均为 ｔ ／ ｋｍ２。 参考研究［１８］设置各碳库的碳密度。

水质净化
首先，构建输出系数确定地类的污染物的输出负荷［１６］ ，并将该种负荷在像元尺度上进行
修正。 其次，计算像元 ｉ 的污染物输出转移能力。

植被滞尘

ＰＭｒｅｍｏｖａｌ ＝ Ｆ × Ａ × Ｔ × １ － Ｒ( ) ， Ｆ ＝ Ｖｄ × Ｃ × ３６００，式中， ＰＭｒｅｍｏｖａｌ 为单位面积内的植被

有效滞尘量（μｇ ／ ｍ３）；Ｆ 为研究时段内，单位面积污染物的吸附量（μｇ ｍ－２ｈ－１），与风速和

污染物浓度有关；Ａ 叶面积指数（ｍ２
ｐｌａｎｔ ／ ｍ２

ｇｒｏｕｎｄ）；Ｔ 为评估时长；Ｒ 为植被滞尘同时向空气

中的返还率； Ｖｄ 为植被叶表面对污染物的吸附速率（ｍ ／ ｓ）；Ｃ 为 ＰＭ２．５浓度（μｇ ／ ｍ３） １９］ 。
支持服务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生境支持

耕、林、草、水作为保护较好的生境。 为排除威胁源重叠效应［２０］ ，将威胁源分为人类定居

点为主的建成区和连接人类定居点的区域性交通道路［２１⁃２２］两大类。

土壤保持

模型算法在以美国农业部所研发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优化，计算土

壤的年侵蚀量或流失量。 这一方法由 Ｂｏｒｓｅｌｌｉ 等［２３］ 提出，并逐渐在许多地区推广试用并

取得一定的效果［２４⁃２６］ 。

其一，供给服务选取产水服务。 区域的水资源安全对于区域内的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６］。 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供给不仅保证生产生活的安定有序进行，更维系生态系

统自身生态活动的正常运行。 其二，调节服务包括碳固定、水质净化和植被滞尘。 珠三角作为一个完整的地

域系统，其内部存在着相对完善且独立的物质循环系统［１５］。 区域的固碳能力影响区域参与全球碳循环进而

影响该区域的整体生态系统服务效益［２７］，因此对固碳能力的有效识别和观测对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

要作用。 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对于一个区域的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水质净化生态系

统服务可以截留与降解污染物生态系统，植被通过吸纳滞留悬浮颗粒物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２８］。 其三，支
持服务分为生境支持和土壤保持。 生境是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２９］，自然生态系统

本身的生境质量高低与其所处空间位置距离威胁源远近有关［３０］。 珠三角区域降水丰沛集中，土壤侵蚀流失

严重破坏景观质量的稳定性，同时还导致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和水质恶化［３１］。 土壤状态的稳定对维持生态

系统稳定具有基础性作用，土壤保持能够较好的刻画生态系统对自身水土稳定的保持能力。 具体模拟与计算

过程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综合分析工具中的相应生态模型［３２］。
２．１．２　 ＳＯＦＭ 网络聚类

神经网络是一种以网络拓扑知识为原理的运算模型，凭借其智能化的自适应学习能力和高度非线性的逻

辑操作而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域，例如生态和土地利用规划等［３３］。 自组织特征映射网（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ＳＯＦＭ）是一种无外部教师或评判指令下、仅以输入数据学习的无监督分类分类。 ＳＯＦＭ 网络共

有两层，即输入层和竞争层。 竞争层的每一个网格节点都是输出节点，它们之和相邻的其他节点相连，每个神

经元的外部输入一致［３４］。 由输入层到输出层的映射，不仅仅是单纯的数据压缩，更是一种规律发现。
生态源地是区域内综合生态系统服务较高，斑块面积较大，对维持区域的生态系统稳定以及为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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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区域。 本研究在模拟得到各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上，使用 ＭＡＴＬＡ ２０１９ａ 进行 ＳＯＦＭ
网络聚类，提取具有较高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生态源地。 与传统的自然断点法提取生态源地相比，使用神经

网络的方法能将高维属性特征有序地映射在两维输出平面上，使得相似的样本栅格在 ＳＯＦＭ 网输出平面上位

置相近。 考虑到生态安全格局的主要景观要素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和空间连片特征，且零碎小斑块的对生态安

全格局影响小、对生态流流动的联通作用差，因此本文剔除了不具规模的零碎小斑块，合并了空间聚集的

斑块［３５］。
２．２　 生态廊道识别

生态廊道作为连接不同生态源地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在促进源地间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中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３６⁃３７］。 廊道具有较高的生境质量，相较狭长［３８］。 生态流的通过阻碍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
像元在该点的土地覆被类型为根本因素，参考其他研究［６⁃７］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阻力赋值；第二，景观

连通性指标从景观结构的角度丰富对土地类型的考量，可以在空间连通结构和生态流传输功能上对不同的土

地覆被类型的阻力值进行修正；第三，人类活动强度反应去自然化的程度，使得生态阻力面的构建更符合现实

人类活动干扰下的生态流的流动的实际情况［３９］。 因此，本文综合土地覆被类型、景观连通性以及人类活动强

度，构建生态耗费阻力表面。
以生态源地的几何中心为生态源点，基于生态阻力面，以生态源点作为生态流的“源”和“汇”，利用最小

累计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的基本走向和空间位置。 为了便于模拟，参考 Ｆｏｒｍａｎ 对廊道的分类［２２］，将其简

化为线状廊道。 现实廊道的走向是规避人类活动及人类胁迫的结果，因此存在一定程度的弯曲，这种弯曲度

用阻力系数表示。 在本研究中用廊道间的实际长度比上该廊道所连接的两源地的直线距离的比值作为生态

流在两源地间流动的阻力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ｒ ＝ ｄ ／ ｌ （１）

式中， ｒ 代表阻力系数； ｄ 为两源地间廊道实际长度； ｌ 为两源地源点的直线距离。 阻力系数越大，说明两个源

地之间在最短距离上进行生态联系所要克服的空间障碍就越大。
２．３　 生态节点和生态障碍点识别

在本研究中，将生态节点和生态障碍点识别为生态修复区。 首先，生态节点作为生态安全格局的交通枢

纽，可以节省生态流流动所受的阻力、促进生态流向多方向流动、对接区域和城市绿地同生态源地。 生态节点

的空间位置和作用决定了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的关键地位，其对提高局部特别是建成区等阻力较大片区的

生态连通性尤为重要，然而该部位规模小且薄弱、对外在干扰的恢复力弱、面临较大的生态退化风险［４０⁃４１］。
节点的损失会极大地损害景观连通性和生态流流动，因而需要加以保护和修复。 将生态节点纳入生态修复的

优先选择，有利于促进针对性生态保护。
其次，生态障碍点是生态系统中对于提高生态源地之间的边际连接效果具有关键作用的部位，该部位可

以严重影响区域生态源地连通性，因此具有优先保护和修复的重要性。 具体方法是通过设置移动窗口搜索半

径，基于生态阻力面对窗口内阻力值重新赋值，采用新阻力面重新计算最小成本距离。 然后通过对比生态修

复前后的最小成本距离改进百分比，来代表区域生态修复后对源地连通性的提升效果，提升效果越大，则对区

域采取生态修复措施的优先级就越高。 该过程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ａｐｐｅｒ 工具识别。
２．４　 引力模型

当前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产生诸多生态安全问题，例如侵占生态廊道等，应将当前城市化进

程中的生态修复问题纳入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之中。 生态廊道的重要性是对生态功能重要性、连接的网络中心

的重要性、自身条件（物种多样性、土地利用结构、生态阻力）、开发风险（周边人类活动的干扰或保护）等方面

的综合评价［４２］。 在前文阻力面和景观要素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着重补充生态廊道的生态功能和网络连接

重要性。 具体来说，第一，生态廊道作为承载源地之间交流的通道存在空间上的重叠，即承担越多生态流的流

动廊道路径其重要性越高；第二，较大源地之间的生态廊道所承载的生态流的量越大，其重要性越高。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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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引力模型计算生态源地间的相互作用，以此确定联系比较紧密的生态源地和重要生态廊道。 两源地间的

引力越大说明连接两源地的生态廊道所承载的生态流的流动量越多、其重要性也越高。 在本研究中，引力模

型计算公式如下：

Ｆ ＝ Ｇ
ＭｉＭ ｊ

ｄｒ （２）

式中， Ｆ 表示源地之间的引力大小； Ｍｉ 、 Ｍ ｊ 表示等权重叠加后源地 ｉ、ｊ 的生态系统服务总量； ｄ 为两源地间的

直线距离； ｌ 为生态流在两源地间的实际流动的最小距离，即廊道的长度； ｒ 为阻力系数，上文已求得； Ｇ 为常

数。 本研究中应用及相关变量的计算方法如表 ２ 所示，基于以上数据处理计算源地间关联关系。

表 ２　 引力模型相关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计算方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生态系统服务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产水量 无量纲处理后等权重叠加

水质净化

生境质量

植被降尘

碳储存

土壤保持

阻力系数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源地间实际距离 实际距离 ／ 直线距离

源地间直线距离

引力常数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常数 常数

２．５　 技术路线

依照本文主要研究内容，结合对应的技术方法，设定本论文的技术路线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技术路线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布局

通过生态系统服务的模拟与计算，并经过归一化处理，得到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布局，以及珠三角地

区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图 ３）。 珠三角地区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以林地、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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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综合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为主的区域，建成区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值普遍偏低。 具体空间分布特征包含以下几点：（１）珠三角区域整

体生境质量较好，生境质量高值区域和林地分布呈现一致性。 生境质量较高的区域所占面积超过 ５０％，分布

在西北和东北部区域，这些区域坐落在惠州、肇庆市；低值区域主要聚集分布于珠三角近入海口处的城市建成

圈。 （２）珠三角地区的水质净化服务总体较好，其中珠三角外围圈层尤甚，包括肇庆、惠州、江门、广州、深圳

六市。 城市化地区的氨氮输出量较、水质净化服务较低，主要分布在珠三角中部地区（包括东莞、佛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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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质净化服务以林地主要地类的区域，氨氮总量输出量整体贡献最低、水质净化能力越高；耕地和草地

对氨氮等营养负荷的截留效果次之。 （３）碳储存服务在总量上的空间分布上呈现两极分化趋势，滩涂湿地和

林地的碳储存量较高。 部分山区城镇居民点的分布使得高值区域的整体性降低。 低值区域的分布基本位于

城市建成区。 （４）植被滞尘服务植被滞尘服务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植被覆盖度较好的山区，例如莞交界山

区以及深圳大鹏半岛地区、中山珠海交界山区；植被滞尘服务较差的区域主要为中部平原三角洲人口较为稠

密地区，包括东莞、中山、佛山、珠海、深圳等。 （５）土壤保持整服务整体状况不佳，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高低

分异，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土地覆被状况较差的中部城市建成区。 西北和东北（肇庆市、惠州市）的水土保持

服务能力低值区域的面积均在 ３０％左右，其他区域有超过各 ５０％以上的土壤具有低和较低级别的水土保持

生态系统服务，特别是中部城市（东莞、佛山）７０％的土壤水土保持服务位于较低及以下水平。 （６）东北部和

西北部（肇庆和惠州市），该区域具有较好的降水截留和渗透作用，水源涵养服务能力较高，产水量功能也较

强。 中部区域（东莞和中山）整体处于河流下游，产水量较低，水源涵养功能较差，面临自然降水蓄积的严重

不足的考验。
３．２　 景观要素识别

所识别的生态要素如图 ４ 所示：（１）通过 ＳＯＦＭ 神经网络聚类，本研究将约 １５９６８．１４ ｋｍ２的综合生态系统

服务较高的区域划分为 ３６ 个生态源地，约占珠三角区域总面积的 ２９．５６％。 生态源地 ９７．３％为林地，２．１％为

林地和草地。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面积较大的生态源地主要分布在珠三角西北、东北和西南区域；东南沿海区

域和莞深交界处，分布有面积较小的生态源地。 （２）通过构建阻力面和最小阻力路径法，计算识别生态廊道

１４１ 条，总长度为 １９００ ｋｍ；主要分布在生境质量较高、阻力系数较低西北、北部、东北、西南的非建成区。 （３）
生态节点既属于生态源地，又是生态流流动起承接作用的廊道交点；综合考虑生态节点所具备的结构和功能

特征，本研究识别生态节点共 １０ 个。 这些生态节点均位于生态源地内部，区域内北部、西南和东部分别分布

２、３、５ 个生态节点，呈现三角形顶点空间部分形态。

图 ４　 生态要素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３．３　 基于引力模型的生态安全格局

３．３．１　 生态分区

本研究根据引力大小判定重要生态源地的辐射区域，以此来进行生态分区的划分。 对于重要生态源地的

选取原则，首先是区域内规模较大的生态源地；其次，选取的重要生态源地之间须有较大的建成区隔离以保证

辐射范围界限。 根据以上两个选取原则，共选取 ５ 个重要生态源地，并根据引力模型计算结果划分生态分区

（表 ３）。 重要生态源地包含 １、９、１３、２８、３１ 五个，连同辐射生态源地分别组成西北、东北、东南、西南和南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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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区。 例如，由于 １ 号生态源地对 ３、６、８、１４、１５ 号生态源地有较强的关联作用而划分为西北部生态功能

区。 从图 ５ 可知，西北部和东北部生态功能区的团聚程度和规模较优，重要源地与辐射源地之间的关联作用

可以用于保护生态功能区连接的完整性；东南部、西部和南部生态功能区团聚程度和规模均较差，需对连接同

一生态功能区中受损的生态廊道进行生态修复，以维护生态功能区的互联互通。

表 ３　 生态功能分区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生态分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重要生态源地编号
Ｎｏ．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辐射生态源地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西北部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ｒｅａ １ ３、６、８、１４、１５

东北部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ｒｅａ ９ ２、４、５、７、１０、１１、１２

东南部生态功能区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ａｒｅａ １３ １６、１７、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

西部生态功能区 Ｗｅｓｔ ａｒｅａ ２８ １８、２５、２６、３０

南部生态功能区 Ｓｏｕｔｈ ａｒｅａ ３１ 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

３．３．２　 生态廊道的重要性探究

本研究以廊道过境次数和廊道承载能力来综合表征珠三角区域的生态廊道的重要性（图 ４），首先，较为

重要的廊道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北部地区，其重要性在于连接了西北和东北部量大重要生态源地和生态区，对
于维系珠三角区域东西向生态流的流动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次重要廊道作为重要廊道的延伸，连接西北部和

西南部生态源地、东北部和东南部生态源地，其在空间上的延伸有利于东南部和西南部生态源地同保存较好、
生境较高的西北和东北部生态源地的联系，进而维护区域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另外，分布在珠三角区域东

南部和西南部之间的生态源地间的阻力系数较大，珠江入海口的空间阻隔使得两地间的生态联系较低。 生态

廊道作为源地间生态流流动的基本载体，其形状和弯曲程度对于生态流流动具有一定的影响。 也因此说明，
在珠三角东南部区域的生态源地同珠三角西南部的生态源地之间，进行生态流流动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

实现关联。
３．３．３　 生态安全和生态保护修复

图 ５ 显示了基于引力模型构建的“源地—廊道—节点”生态安全格局。 在关键生态要素识别的基础上，
对生态源地进行提取和定量表征；利用最小阻力路径模型识别珠三角生态廊道共 １４１ 条；根据廊道的交点确

定的生态节点共有 １０ 个。 这些关键生态要素广泛分布在东北、西北、南部的山区，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本骨

架和生态主轴。 该生态主轴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对建设用地的半包围态势。 从整体上来看，这种景观生态

要素的空间分布能够较好的保持珠三角区域的生态系统整体性以及生态结构的稳定，一方面，这种分布态势

可以较好的阻隔域外的不利环境因素对珠三角区域的破坏和干扰，起到较好的屏障作用；另一方面，该区域内

的负面生态环境问题能够较好的稳定控制在本区域内，因而不能扩散到区域以外。
图 ６ 呈现了通过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Ｍａｐ 识别出的优先生态修复区，面积总共 ３６０５９ ｋｍ２，其中高优先级区域占 ７．７％，

中优先级区域占 ２６．０％，低优先级占 ２０．３％。 深圳市、东莞市和惠州市有高优先级生态保护与修复区珠三角

区域东部 ７ 处，在珠三角北部分佛山市、广州市和肇庆市有 ４ 处，在西南部的江门、珠海和中山市有 ５ 处。 这

些优先修复区均处于高阻力值与低阻力值之间的过渡处，成为生态源地与城市用地之间的桥梁和枢纽。 从土

地利用来看，待修复区域主要为耕地和建设用地，可以实施部分低质量耕地退耕还林，在城市建设用地增强公

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 此外，加强对重要生态廊道、生态节点和高优先级

生态修复区的保护和修复，进而提高珠三角的生态稳定性和抗干扰力，有利于发挥该区域不受外部环境负面

干扰的屏障作用，同时也保证了珠三角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稳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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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珠三角生态安全格局

Ｆｉｇ．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图 ６　 生态修复区

Ｆｉｇ．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４　 讨论

４．１　 珠三角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差异性

由结果分析部分可知，珠三角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综合叠加结果，均显示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农村居民点对生态源地造成空间分割，高值生境斑块

呈现破碎化趋势；城镇居民点对生境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大，城镇区域扩大将会使整体生境质量进一步降低。
其次，西北部和东北部山区生境质量优于中部建成区，具有较优的植被滞尘和水质净化生态系统服务。 这种

分布主要是由于山区既能有效降低空气中的颗粒物含量、也可以起到阻隔跨区域的污染物，维持珠三角区域

的空气质量稳定。 另外上游产水量经过地表径流汇集保证了下游城市地区的水源供给，但河流上游地区的山

谷和城镇地区氨氮输出总量较大，水质净化能力较低，对水质安全有较大负面影响。 再者，大量不透水面降低

了水流渗透和蓄积作用［４３］，导致城市建成区土壤保持和水源含量功能较差，水土流失相关的生态问题较为广

泛，提升水土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应得到各地市的普遍重视。 总体而言，珠三角区域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强度呈现负向关系，未开发地区提供区域内部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模拟是景观要素识别的基础，其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对于所构建的生态安全格局至

关重要，因此本研究所应用的方法均为学界较为常用的模拟手段。 由于缺少实地的观测和实验室的模拟，因
此基于经验和模型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模拟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４４］。 此外，在本研究中，对于多种生态系

统服务的处理均采用同一种尺度，忽略了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尺度依存效应［４５⁃４５］。
４．２　 珠三角生态安全和修复格局的重要性

在现有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中，以生态源地为核心、以生态廊道为主轴、以生态节点为承接点、以生态障碍

点为修复区，构成了珠三角区域内生态网络。 其中，生态源地主要分布在除中部建成区以外的西北部、东北

部、东南部、西南部山地丘陵的地区，由林地构成了维系珠三角区域生态安全的基础。 同时，生态廊道连接了

生态源地之间生态流流动的最佳路径，生态主轴将各景观要素在空间分布和功能上整合，维持了区域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３８］。 此外，生态节点可以节省生态流阻力并提高系统韧性，为生态流在该点向区域多方向流动提

供了可能，故而任何一个节点受到破坏都不会影响生态源地之间建立联系。 进一步，生态障碍点的修复可以

提升生态源地的连通性并获得更加健康的生态流网络。 由此可知，以上关键生态要素维护着该地区生态稳定

和生态服务整体性，对域外生态威胁起到较好的屏蔽作用。 因此，应以上述生态要素为抓手进行生态保护和

６２４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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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从而对生态格局的关键部位进行精细化管理和保护。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推进。 其一，在生态要素的识别中提出使用 ＳＯＦＭ 神经网络对区域关

键生态系统服务聚类分析提取生态源地，既能够避免传统阈值选择方法中的主观划分，也可以消除量纲影响，
方法科学可行。 其二，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量和生态流阻力系数的定量表征，引力模型计算得到的廊道的重要

性，反应两个源地之间潜在的关联性和互动程度的大小。 由于生态廊道将各生态要素联系成一个整体，在功

能上促进了生态系统服务沿生态廊道在空间上的扩展便于人类利用，为区域的生态安全提供了空间支撑［２６］。
因此，将引力模型用于重要廊道的识别有利于维持生态源地间的联系程度，通过连接城市内部以及城市边缘

的绿地维护整个区域生态结构和功能。 进一步地，本文综合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要求，从区域视角整合自然

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从生态稳定视角联系生态修复与生态安全格局，优先保护和修复关键生态要

素，有助于完善生态安全格局的现实应用价值，并加深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互动关系的

认识。
４．３　 珠三角生态修复与管控建议

生态安全格局为“被动修复”向“主动适应”的国土空间修复提供了重要的空间优化途径［４７］，保护和修复

所得关键生态要素和生态障碍点，可以提升区域整体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流动能力。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及

珠三角实际情况，本研究提出相关生态修复和管控建议：
首先，控制城区合理扩张，摒弃一味的“摊大饼”的建设模式，重视城镇及农村居民点周边的环境保护，避

免面积扩张所带来的区域生境质量的整体性降低。 其次，加强对重要生态源地为核心的生态功能区进行管理

和保护。 其中，破碎化程度较高、规模较小的南部、西部和东南部生态功能区（图 ５）具有较高的生态退化风

险，应着重加强生物多样性功能保护区建设，并修复区内受损生态廊道以维持生态源地的互联互通。 对于完

整性较好的西北部和东北部林地和山地可以作为绿心建设，采取生态空间圈层控制［２］，保障自然保护区内居

民经济利益和正常生活。 再者，严格保护承担生态主轴角色的中、高等重要性生态廊道和关键生态节点（图
４），并提高区域生态系统整体性。 例如，进行入河排污综合整治，以沿河绿道、南粤古驿道作为维持珠三角东

西两翼生态区的联通与互动的纽带。 最后，从生态修复视角出发，科学合理地依次对高、中、低三级生态修复

区进行修复。 实施部分低质量耕地退耕还林还湖、加强基本农田整治工程；在建设用地增强公共绿地、风景林

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进行湿地修复、湿地绿化、清污截污、污水处理等水体的修复。 通

过修复生态障碍点可以提升周边生态功能区的源地规模，并形成更有效的潜在生态廊道。 同时，构建环境监

测网络、红树林保护区水鸟监测体系，建设智慧生态城市，面向公众服务并促进提供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总体上，通过加强对重要生态廊道、生态节点和高优先级生态修复区的保护和修复进而提高珠三角的生

态稳定性和抗干扰力，有利于发挥该区域不受外部环境负面干扰的屏障作用，同时也保证了珠三角区域的生

态系统服务稳定供给。

５　 结论

本研究以经历快速城市化过程的珠三角为研究区，围绕“生态系统服务模拟—生态源地识别与综合生态

系统服务量计算—廊道识别与阻力系数计算—生态区划分和廊道重要性探究—生态修复区”研究主线，构建

基于“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节点—生态障碍点”的珠三角生态安全和修复格局。 本文识别 ３６ 个具有

较高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源地、１４１ 生态廊道和 １０ 个重要生态节等关键景观要素，以及 ２７７６ ｋｍ２处于生态过

渡地段的高优先级生态保护修复区。 通过引力模型划分出重要生态源地的辐射区域，形成东北部生态区、西
北部生态区、东南部生态区、西部生态区、南部生态区；并以廊道重要性判定关键生态廊道，构成了生态主轴的

骨架，串联珠三角主要的生态要素。 由此，以生态源地为核心、以生态廊道为主轴、以生态节点为承接点、以生

态障碍点为修复区，构成了珠三角区域的生态网络。 本文从自然—人类复合区域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系统性入

手，识别研究区内的突出的景观生态问题，建立区域协调性的生态安全和修复格局，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

７２４８　 ２３ 期 　 　 　 吴健生　 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与引力模型的珠三角生态安全与修复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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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了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为大型城市群的精细化生态管理提供了科学思路。
同时，本研究仍存在部分有待改进之处。 其一，尽管廊道的识别遵循了客观的方法，但破除行政边界的限

制，在适宜尺度下或许存在更优的路径。 其二，本文将廊道简化为线状要素，而廊道的现实存在可能会因景观

异质性出现形状和宽度的改变，下一步研究中可以对廊道宽度的识别进行完善。 其三，生态过程的复杂动态

过程对分析结果产生不确定性，今后研究中可以构造模型对生态过程进行动态模拟和情景假设，以便于分析

不同政策和生态修复手段下的生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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